
论戴震对宋明理学关于“意见之理”的批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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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震 (1724—1777年) ,字东原,安徽休宁人,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家和唯物主义思想家,皖派经

学的创始人。其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,是通过对宋明理学 (尤其是程、朱宋学)的无情批

判,阐明他政治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。宋儒强调“理”、“欲”对立,以为“不出于理则出于欲,不出于欲

则出于理”,故而有所谓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命题。戴震通过挖掘先秦儒家传统典籍尤其是《孟子》一

书的思想含义,力图辨明程朱理学已远离传统儒学,其中杂揉了道、佛二教的许多异端思想成分,从

而以恢复传统儒学的本来面目相号召,从儒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发掘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入手,

在具体、系统阐发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基础上,对宋明理学关于“意见之理”进行了批判。

一、欲、情与理的关系
戴震以为,“声、色、臭、味之欲”,“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情”都是与生俱来的,“有是身,故有声、色、臭、

味之欲;有是身,故有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情”。欲是用以“养生”的,情是用来“接物”的。只是“情”的内容

是处在伦理关系之中的——人生而有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伦”①。所以,养生与接物又被

表述为:“欲者,有生则愿遂其生,而备其休嘉者也”,是在生命存在的前提下的人的自然本性;“情

者,有亲疏、长幼、尊卑感,而发于自然者也”②,是人对伦常关系的情感反映。

那么,“理”是什么? 它与情、欲的关系怎样? 戴震说:“理者,尽夫情欲之微而区以别焉,使顺而

达,各如其分寸豪 (毫)厘之谓也。”③ 也就是说:情欲的恰如其分的实现就是“理”。

1、以“情”定“理”

理必须用情来定义。戴震说:“理也者,情之不爽失也”,不存在“情不得而理得”的事情。“情之

不爽失”,就是既不超过又非不及。这样,理又被定义为“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”④。“不过又不及”

也叫做“平”或“无憾”,故“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”⑤。

做到“无憾”或“平”的基本方法是“反躬法”。凡是自己的行为作用于或影响到别人,反躬静思这

件事:如果他人这样做,从而影响到我,我能接受得了么?凡自己指责他人时,反躬静思这件事:如果

他人以此来指责我,是否全部都符合我的客观状况,我能否全部接受呢? 反躬法所以能符合客观实

际, 就是因为“理”是客观的:“天理云者,言乎自然之分理也”; 同时,这个客观的“理”也是可以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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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把握的:“自然之分理,以我之情洁人之情,而无不得其平是也”。而一旦“情得其平,是为好恶之

节,是为依乎天理”①。通过“情”之平衡,人们可以找到“天理”,并自觉遵循它。

2、“理”存“欲”中

理须以情来定义,情是处在五伦之中的,是对五伦的感受。说:“情之不爽失为理”,就等于说“理

者存乎欲者也”②,即理存于欲中。这是因为“情之不爽失”本身,就是“欲”的实现的正当性:“有 (欲)

而节之,使无过情,无不及情,可谓之非天理乎!”可见,欲本身还不是理,通过情这一中介的衡量,被

恰当节制的“欲”就是“理”。所以,理又可以用“欲”来定义:“天理者,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。”③理存

欲中,但又须节制人欲,才可得到天理。

3、理是情、欲的合理状态

戴震认为,宋儒“以理欲相对”,把理欲关系看成有“邪正之别”,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人欲的正

当性。戴震否定了视“情欲自情欲,天理自天理”④ 的把情欲与天理绝对对立起来,割裂开来的传统

观念,提出“理者存乎欲者”之中的观点,不仅把人欲与天理联系了起来,而且肯定了天理出于人欲

的思想。在此基础上,戴震进一步申论了天理是情欲的合理状态的主张。

关于欲。在戴震看来,理存欲中,既肯定了天理,就应该承认人欲的正当性。而人欲确有它存在

的正当性,“灭人欲”的主张和“无欲”的提倡,都是偏颇的。但戴震并没有走向纵欲的极端。他以为,

人欲的发展和实现程度,是有限度的。从最低限度的人欲满足而言,“欲,不患其不及”,即可以减少

或降低这种最基本的人欲满足;从较高程度或最大限度的人欲的满足方面来看,则“欲,⋯⋯而患其

过”,就应当贬抑减损了。

关于情。戴震对情的一般看法是“无过情”又”无不及情”,但有时又强调:“情,患其不及”,这与

“欲,不患其不及”显然是不同的,只因他觉得,喜怒哀乐作为人之常情,不应当受到压抑。至于“情,

⋯⋯而亦不使之过”,与对欲的节制要求相同。

对情、欲的这种合理节度,就是传统儒学的德目,也就是天理:“欲之不流于私则仁,不溺而为慝

则义;情发而中节则和,如是谓之天理”⑤。反之,如果超过了这个合理限度,情、欲就不呈正常,合理

的实现状态了:“欲之失为私,私则贪邪随之矣; 情之失为偏,偏则乖戾随之矣”⑥,已经是畸形、恶性

的发展了。

二、人性、情欲与天理
情欲与理的关系如上所述,那么,情欲从何而生? 理又从何而得? 这就追本到人性问题了。

1、情欲根基于血气、理义得于心知

“血气、心知,性之实体也”⑦,从本始处讲,它们都是先天禀赋:“人之血气、心知,原于天地之化

者也”⑧。

血气是人欲产生的基础或源泉,“凡身之嗜欲根于血气”。比如,耳之好声、目之好色、鼻之好嗅、

口之好味,“皆性使然耳”⑨。所以,“欲者,血气之自然”βκ由于“欲根于血气,故日性也”。βλ

—46—

中外法制

①
②
④
⑤
⑥
⑦
⑧
⑨
βλ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“性”,《疏证》第 37页。

βκ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“理”,《疏证》第 7、18页。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“性”,《疏证》第 37页。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“天道”,《疏证》第 21页。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下“才”,《疏证》第 41页。
《答彭进士允初书》,《疏证》第 166～ 167页。
《答彭进士允初书》,《疏证》第 184页。
③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“理”,《疏证》第 8、11页。
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“理”,《疏证》第 2页。



心知是知产生的基础。戴震举例说:人在做一件事情时,凡合于理义的,其心气就畅然自得;有

悖于理义的,心气就沮丧自失,“以此见心之于理义,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,皆性使然耳”①。心知产

生知,也就是理义得于心知。“理义者,人之心知,有思辄通,能不惑乎所行也”②。没有心知,理义就

无从而得;有了心知,还必须“思”而“通”之,才能得到理义。从人性的状态而言,它是指一种安静状。

戴震以为,宋儒迷惑于老 (道家)释 (佛教)“无欲”之说,“谓‘义亦我所欲’为道心,为天理,余皆

为人心,为人欲”③,曲解了孟子的思想。孟子本来是讲“理义之悦心,犹味之悦口,声之悦耳,色之悦

目之为性”④,说得是“理义之为性,非言性之为理”⑤。而宋儒却径直把性解释为理,而把嗜欲根于血

气排除在人性之外,这就大错特错了。他又说,宋儒离开了血气,心知这个性的实体去谈论性的问

题, 以为“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以为性”⑥,这也是夹杂了老庄、释氏之言。以心知而言,孟子讲的“命”

是指“仁义礼智不能尽人如一”,但“皆可以扩而充之,则性也”⑦。但孟子讲仁义礼智,“不求于所谓

之外,不离乎血气、心知”⑧这个实体, 而宋儒却在血气、心知之外, 另外找了一个“凑泊附著”的别

物。而这个别物,他们又是说不清的。

2、天理是人性由自然进到必然的状态

血气、心知虽是人所共有,“性者,血气、心知本乎阴阳五行”,都是先天秉赋,但恰好在这本始之

处,“人物莫不区以别焉”。⑨由此产生了圣人与常人的区别:“圣人顺其血气之欲,则为相生养之道,

于是视人犹己,则忠; 以己推之,则恕; 忧乐于人,则仁; 出于正,不出于邪,则义; 恭敬而不侮慢,则

礼;无差谬之失,则智”;相反,“常人之欲,纵之至于邪僻,至于争夺作乱”βκ。尽管同样是血气之欲,

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同。

圣人与常人的不同,在于能否由人性之“自然”升华到“必然”。欲是血气之自然,“好是懿德也,

心知之自然”。一般来说,“心知之自然,未有不悦理义者”,这是圣人与常人所同的。但“心知之悦理

义”,往往是“未能尽得理合义”的。圣人的长处显然在“心知之自然”方面能高出常人一畴,即能够由

“自然”进到“必然”也就是能够“由血气之自然,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,是之谓理义”。常人则只是“任

其自然而流于失,转丧其自然,而非自然也”βλ。结果,本来属于自然的东西,由于没有到达必然,最

后连自然的本性也丧失了。

所以,尽管在一般意义上,自然与必然“非二事也”,但“归于必然,适完其自然”,必然是自然的

合理、完满的实现;而必然就是理义,这等于说:理义是人欲满足的尺度。不合乎理义,人欲就完全成

了自然状态的本能的东西,就会有偏颇,会“流于失”,常人莫不如此。圣人能够“就其自然,明之尽而

无几微之失”,达到必然即理义,从而实现这个“自然之极则”βµ ,不仅不失去自然本性,而且在顺应、

驾驭自然本性的基础上,完满地实现和充分地升华了自然本性。

3、理在本质上是客观事物的本来属性

戴震以为,宋儒的“理在人心,是谓之性”,即以为“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”βν 的说法,

是错误的。而应当说“理在事情”,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,不是先天秉赋。

为此,他从人性的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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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人们感受声、色、臭、味,靠得是血气,这是感觉的物质基础。但是,“味与声、色,在物不在

我”,它们原本是客观外界的物质性,不是“我”本来就具有的。它们是物的属性。只是在“接于我之

血气”,由我之血气接触、感觉、识别它们,才有了具体的声音、颜色等感觉。血气之“悦者,必其尤美

者也”,经过了主观对客观的感知、辨别过程。

其次,理义虽是靠我之心知来辨明的,但“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”,同样是事物的客观属性,也

是“在物不在我”的。只是“接于我之心知”,我“能辨而悦之”,同样经过了主观对客观事物的认识、区

分过程。而心知之“悦者,必其至是者也”①。“至是”就是理义,是“我”的主观认识。在这里,事物的

客观属性与我的主观认识达到了一致。

所以,戴震结论说:理义只是“就事物言,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”②。说“理在人心”,说“性便是

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”,就等于说“理”是纯主观的和先于事物而存在于头脑中的,在事物之外

另找一个理义了。

戴震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,说明客观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的道理。他说:人的心知认识外

界,就如同火光照物。光有小大的不同,“光小者,其照也近,所照者不谬也⋯⋯不谬之谓得理;其光

大者,其照物也远,得理多而失理少”。同时,光又有明与暗的差别,“故于物有察有不察,察者尽其

实”,可以说是得理;不察就是失理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理义非他,所照、所察之不谬也”③。

三、对“意见之理”的抨击
1、宋儒之“理”只是“一己之意见”

戴震以为,程、朱把“理”解释为“如有物焉,得于天而具于心”,结果,致使后世人人都“凭在己之

意见而执之曰理”。其方法论上的原因,在于他们“离人情而求诸心之所具,安得不以心之意见当

之!”④

割裂了理与情,再强调“理在人心”,凡是遇到一件事,心便来“应之”,内心所作的判断,“辄曰理

如是”。这种“舍情求理”的过程,“其所谓理,无非意见也”⑤,得到的并不是“真”理或“全”理。

得到“真”理或“全”理的方法,就是反躬法。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所强调的是“所不欲”,“所

恶”。遵循这些“人之常情,不言理而理尽在此”。所以,“以情洁情”,才是求理之法,才能“非心出一

意见”以处万事⑥。

2、“意见之理”祸民祸国祸天下

宋儒程、朱强调理欲之分,声称“不出于理则出于欲,不出于欲则出于理”,提倡“无欲”,这样,就

在“理宅于心”的不正确前提下,“更淆以无欲之说,于得理益远”。而这种割裂理欲关系的“意见”越

是坚定,其“祸斯民益烈”⑦。

戴震指出,理学家们坚持理欲之分,“虽视人之饥寒号呼,男女哀怨,以至垂死冀生,无非人欲”,

一概置之不理,却“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,存之于心”。遇到事情应做处理时,“幸而偶

中”,也绝不是“曲体事情”、安民心、遂民欲的,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; 而一旦“不幸而事情

未明”,他们会很自然地“执其意见,方自信天理非人欲”。结果,“小之一人受其祸,大之天下国家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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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祸”。在他们有观念中,“徒以不出于欲”①,以为得理,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已经是祸民祸国祸天下

了。

3、“意见之理“杀人甚于法

戴震以为,宋以来儒者们“冥心求理”,“故学成而民情不知”,但应事治民,“其绳以理严于商、韩

之法”②。正因为他们“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”,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“民情”,而他们的所谓

理,“同于酷吏之所谓法”。为此,戴震疾呼:“酷吏以法杀人,后儒以理杀人”③! 对理学的本质予以无

情的揭露。

戴震进一步申论了他的“理杀人”甚于“法杀人”的道理。一则,“人死于法,犹有怜之者;死于理,

其谁怜之!”④以理杀人,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,舆论上也不会有同情违理、非理者。再则,以理杀人,

在偏颇的理面前,老百姓完全丧失了自我辩解的能力:理学家以理“责民也,民莫能辩”,而理学家倒

“自以为理得”。这样,从“酷吏以法杀人”发展到“后儒以理杀人”,是一个渐渐地“舍法而论理”的过

程,但人们的境遇却是每况愈下:“死矣,更无可救矣”⑤。

不过,戴震也曾指出:理学家及其后学者“以理祸民”、“以理杀人”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恶意所致;

也并不是“理”在祸民、杀人, 而是他们对自己所坚持的“理”,“不自知为意见也”,“岂理祸斯民

哉!”⑥ 越是如此,越说明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的重要。

四、对戴震法律思想的总评价
戴震虽然以排除异学、恢复六经以来经学的本来面目相号召,但实际上建立起来的却是自己的

严整、宏大的理论体系。在思想史上,任何一次传统思想的复归,都不是原有观念、体系的重复,而是

一种新基础上的发展。

乾嘉学派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思想和没有体系的。但至少在戴震这里却不是如此。以戴震最成

熟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而言,他通过连续设置问答,对“宋儒言性、言理、言道、言才、言诚、言明、言权、

言仁义礼智、言智仁勇”等背离六经、孔孟之处,一一进行了剖析、批判,从而以“字义”解释为形式,

建构起了系统庞大的理论体系。这些问答,明确直率,层层递近,结构紧凑,包容了传统儒学的几乎

所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。在一定程度上,可以把戴震此作看成是儒学概念史或观念史的浓缩本。

戴震思想的主要贡献,就是在与程朱理学的斗争过程中,首先阐明了“理在事中”的唯物主义世

界观,指出理学的“得于天而具於心”的“理”实际就是道家的“真宰”和佛教的“真空”、“神识”,在实

践中只能是“一己之意见”; 其次,论证了人性的根本是人的生物性,反对理学家把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

绝对对立起来,以为“欲者,血气之自然”,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;“灭人欲”就等于“以理杀人”,

倡“无欲”必然使“生生之道绝”; 批判宋儒强调“理欲之辩,适成忍而残杀之具”,表示了对人民的极

大同情。戴震的反理学斗争和对人民的同情,在当时具有很大进步意义。

本文编辑:黎　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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